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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推动组织振兴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叙事中,中坚农民群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其

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仍需实践验证。 基于皖东南 H 县 X 镇的个案分析表明,特定乡

村治理场域下的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位置(在任者

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挑大梁冶的预期出现背离,而
中坚农民以“搭把手冶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项目建设却释放出善治效应,使其成为项目落

地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 在异质化特征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中
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究竟应该“挑大梁冶还是“搭把手冶,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需在政策

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把工商和农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
确保获利空间;二是优化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与吸纳,给予其决策空

间;三是引导中坚农民的行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领,更多拓展至村

庄公共秩序领域,从而在乡村治理中壮大其行动空间。 总之,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

能不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方政府不必强行将其推向幕前,而更应根据治理场域和场

景精准设计其嵌入方式的同时打破制度性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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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权威定义

与全面擘画,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检验其成色的

试金石,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冶 [1]。 “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国家

治理的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治理现代化的生发

场域逐渐从城市延伸至乡村冶 [2]。 在城镇化加

速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稳定预期下,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迫切需要回答“农村谁来种

地冶“谁来治理农村冶的时代之问,前者事关农

业基本盘,后者则直接牵动“三农冶基础。 二者

以主体识别和培育的方式统一于乡村振兴的战

略实践,即如何在农民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找到

与乡村组织振兴相契合的“可以倚重的人冶,理
应成为“三农冶研究的重要进路与旨趣。 由此,
中坚农民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 如,贺雪峰等

将其描述为“以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为主体的,
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且收入水平

不低于外出务工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农

户冶 [3],这一群体分化自拥有共同村庄记忆的

普通村民,成长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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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具有天然的乡土亲和力,因而在日益空心化

的当下农村被寄予厚望。
中坚农民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功能发挥与

“中国式小农经济冶淤密切相关。 与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冲击

下必然灭亡的观点不同,我国学者大多认可小

农经济在城镇化进程和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政治

意义与经济作用,认为小农经济擅于精耕细作,
既可以满足农民的养家活口,也能保障国家的

粮食安全,同时发挥“蓄水池冶“缓冲器冶作用和

社会保障功能,有利于降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成本[3鄄4]。 “中国式小农经济冶的丰富内涵与顽

强的生命力孕育出中坚农民的独特价值:一方

面,鉴于小农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

将是农业经营领域的底色,那么现阶段农业产

业的弱质性和人地紧张关系决定了资本下乡经

营的高难度[5],而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半工半耕

家计模式客观上促使土地经营流转和适度规模

经营成为可能,进而催生出具有更强经济生产

经营性和扩张性的中坚农民,有利于稳定农业

秩序和产出[6];另一方面,中坚农民群体作为

村落中坚力量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土地资源良性

循环和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上[7],更能在组织

普通农户、联结农业经营多元主体及构建自发

互助合作机制等领域发挥作用,从而成为国家、
市场在乡村社会的结点,打破小农经济的内卷

化经营模式,积极融入更具开放性的市场化和

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社会性

小农冶的形成[8]。
中坚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则源于当前

农村愈加严重的空心化。 面对青壮年进城务

工,农村仅剩“三留守人员冶的凋敝景象,为何

中坚农民才是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关

键力量? 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群体长期生产生活

在农村,具有“身体在场冶的社会优势,通过血缘

和地缘关系交互,是最接近农民、最理解农民和

最了解乡村振兴需求的阶层群体[9]。 “重建村

庄公共性,其实就是重建农民群众的主体

性冶 [10],他们的利益与社会关系高度嵌入本地,
因而对村庄治理高度关注:他们是村庄公共品供

给最积极的参与者,是维护村庄内生秩序的担纲

者,是农村社会资本最关键的节点,也是婚丧嫁

娶等农村重要仪式活动的参与者乃至主持者,是
维系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11]。 学者们尤为

关注中坚农民在对接国家支农项目和应对下乡

资本冲击传统村落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前者有利

于在原子化、个体化以及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下农

村,实现从个体性参与到群体性参与的转变,提
高支农项目的配置效能[12];后者有利于避免村

落秩序因工商资本渗透导致治理依附化及村民

生活生产的边缘化和外向化,充分诠释和发挥农

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13]。 正因为在上述

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中坚农民不仅是描述性概

念,更是乡村治理的规范性概念。

淤贺雪峰认为,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塑造了有别于他国的中国式小农经济,“以代际分工为基

础的半工半耕冶结构是中国式小农经济的核心结构,中农结构

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冶结构的补充,两者共同构

造了中国式小农经济的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中坚农民在经济领域

的贡献,其治理价值在实践中并不彰显,这固然

缘于中坚农民群体数量不大且主动融入治理体

系的仅占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界至今仍

欠缺系统审视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

架,既无从测度这一群体实际参与治理的意愿

和能力,也无法评估具体治理效能与影响,尤为

缺乏以案例解剖、事件分析为特征的质性研究

予以佐证,这就使得当前关于中坚农民对乡村

治理的正向反馈更多停留在先验判断的层面,
而非严谨演证的结果。 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

立足于田野调查,有针对性地选取特定区域村

庄的中坚农民群体进行过程-事件分析,以一

种动态、鲜活的方式描摹其参与治理的实践过

程和行为逻辑,进而识别和甄定中坚农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角色功能,为其精准而有效的嵌入

提供依据。

二、中坚农民角色甄定的分析

框架及其数据来源

摇 摇 1. 分析框架:中坚农民角色甄定的关键事

件视角

关 键 事 件 分 析 法 (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CIT)最早由美国学者福莱·诺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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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于 1954 年共同创立,该方法旨在基于个

体的视角,通过对关键事件情境(situation)、目
标(target)、行动(action)、结果(result)的描摹,
发掘其中的逻辑关联并揭示背后复杂而微妙的

运作机制,进而打通个案研究与总体关怀之间

的区隔。 作为一种归纳研究方法,关键事件分

析法尤其适用于理论不成熟的研究主题或研究

所知甚少的现象和对现象进行透彻完整的理

解[14]。 乡村治理既贯穿国家意志的渗透和控

制,是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又涉及格尔茨所说

的“地方性知识冶,与血缘格局、宗族宗教、地域

文化等地方权力网络密切相关,因而偏颇任何

一方都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无法得窥乡村

治理的全貌。 关键事件分析之所以能把二者结

合,是其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间兼顾注重“事
件性过程冶的深度个案研究,更利于发现其间

的底层逻辑。 对于时刻处于实践状态的乡村治

理活动而言,围绕关键事件“切片冶,进行叙事

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能够展示治理相关要

素间多重连续的共变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理

解千变万化的治理活动背后相对稳定的实践逻

辑,从而全面增进对当前乡村治理秩序的具象

化理解。
以关键事件分析框架来透视中坚农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事件的选取必须满足 3
个条件:一是最能映射中坚农民参与治理对基

层治理场域中政社互动的牵引,二是最能捕捉

中坚农民参与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群体分化并可

洞察其间的逻辑,三是最能洞察中坚农民参与

治理的实际效能且能开展比较分析。 由此观

之,参与村两委选举与对接上级支农项目这两

类事件最符合上述要求,前者被视为中坚农民

支撑乡村社会秩序运行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方

式,“如果没有全职务农的中农阶层留在农村,
那么农村的大部分公职就将无人充任冶 [15];后
者则是中坚农民参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围
绕项目落地展开的利益识别、聚合、表达、调适

的过程,也是这一群体可能分化的过程,这同样

是此次的研究视角之一。
2. 理论基础:乡村治理的场域分析

19 世纪 70 年代,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用

“场域冶作为基本单元来建构社会学理论。 布

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

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

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冶 [16]整个社会场域由不同

子场域交错组成,场域内存在竞争,“资本冶与

“惯习冶是描述场域内竞争关系的重要概念,二
者的复杂叠加作用于行动者的策略过程,改变

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并进而形塑出特定的场域结

构。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因其渗透的关系式思维

与治理理论不谋而合,无论是罗森瑙,还是罗

茨、斯托克、全球治理委员会,其在治理定义中

对调和利益冲突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的

描述,对治理主体和对象同时涉及公私部门的

强调,对促进行动者多元互动的政策设计,均带

有鲜明的关系主义烙印,这就为布迪厄的实践

理论进入治理领域打开了通道。
布迪厄关于场域、惯习、资本的建构为全方

位考察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分析工

具,这不独是因为“惯习冶生动诠释了因历史浸

濡而对行动者个性、品格、精神、心理的深层影

响,能够为参与行为提供心理基础和文化溯源,
也因为布迪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象征资本

的归纳及其在法国教育系统和阿尔及利亚柏柏

尔人的婚姻策略的经典分析同样适用于治理视

域下的中坚农民。 一直以来,对中坚农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研究侧重于结构-制度分析,中坚

农民引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衔接、促
进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实现乡村治理结构的

调适与优化是常见的分析路径,这类研究具有

鲜明的结果导向,利于开展比较分析,但同时也

因过程追踪的缺失极易陷入静态的话语建构,
难以解释以下关键问题: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

理的动机生成机制是什么? 是否由此导致了这

一群体在治理面向上的分化? 参与过程中的策

略选择取决于哪些因素,因何发生变化? 相应

的传导机制又是如何作用的? 回答上述问题可

借鉴布迪厄对场域的刻画,尤其是对场域多样

化和自主化的描述,将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行为过程置于特定的治理场域,以村干部选

举为切口,针对性地考察参选中坚农民的惯习、
资本、位置及策略,从而验证这一群体参与治理

的实际效能,这有利于摆脱过程黑箱,塑造一种

更为直观而真实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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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对皖东南 H 县 X 镇的现场调研

2021 年 10 月与 2022 年 5 月,课题组两次

对皖东南 H 县 X 镇进行驻点调研。 X 镇总面

积 126 平方公里,总人口 4. 26 万,辖 2 个农村

社区、8 个行政村、296 个自然村组。 X 镇是一

座山清水秀、温泉产业特色突出的休闲旅游特

色古镇,同时具有传统农业地区特征,粮食作物

种植与特色养殖仍是当地主要产业,其中大棚

养鸭是一大亮点,有全国“大棚养鸭第一镇冶之
誉。 近年来,全镇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达

500 余户,年出栏肉鸭量稳定在 1 000 万只,效
益良好,另有小型养猪场、养羊场及种畜场 10
多家,年纯收入 200 万元以上。 本研究的数据

均来自调研所得,访谈资料按学术惯例作技术

化处理。

三、“挑大梁冶:中坚农民参与村两委

选举的预期背离与场域分析

摇 摇 一段时间以来,学界普遍认同中坚农民群

体担任村干部或村干部“中坚农民冶化是当前

传统农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主要特征,
也是这一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最为直接有效的方

式。 主要理由是,村庄治理关系中坚农民的农

业经营收益和在村生活质量,因而“他们有愿

望也有能力维护农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冶 [17],
是村干部的不二人选,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证

支撑,这一推断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更多

是一种基于个体理性与主观愿望的“应然冶设

想,而非现实呈现的“实然冶图景,在区域异质

化明显、村两委选举充满变数的当下农村不免

有草率之嫌。
1. X 镇村两委选举结果的预期背离

2021 年 10 月,X 镇 10 个村(社区)顺利完

成村两委选举,课题组全程跟踪选举过程并第

一时间对选举结果进行梳理,重点关注当选的

村支书与主任(当地已实行村支书、村主任一

肩挑)的身份来源、生计方式、收入水平,进而

判断其是否属于中坚农民的范畴,相关结果如

下(表 1)。
如表 1 所示,X 镇的选举结果与学界的预

期出入较大:作为 2021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 250 元(同年全国平均水平为 18 931 元)、镇

表 1摇 X 镇当选的村支书、主任基本资料

村(社区)
村支书、主任

姓名 年龄 身份来源
生计方式与
收入水平

张家集社区 王某祥 55 上届村委
会委员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美泉社区 王某林 56 原龙塘村
书记

工资和小规模
养殖,全年收入
12 万元左右

晓山村 冯某 45 退 伍 军
人,连任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徐桥村 杨某 29
后备干部,
上届村委
会委员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龙山村 杨某生 54 上届村委
会委员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龙塘村 李某标 55 连任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新建村 庄某明 37 连任
工资和中等规
模种植,全年收
入 15 万元左右

孙堡村 王某芹 48 上届村支
部副书记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星火村 张某 38

镇里下派
干 部, 上
届村委会
委员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泉水村 乔某水 32
后备干部,
上届村委
会委员

工资收入,全年
收 入 不 超 过
7 万元

淤 尽管学界对中坚农民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收入不应成

为识别这一群体的唯一标签早已成为共识。 基于此,本研究

在对 X 镇当选村支书、主任的梳理中,将年龄、身份来源、生计

方式与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考量,作为判断其是否属于中坚

农民群体的主要标准。

内多个贫困村刚刚摘帽、各项工作均致力于防

止规模性返贫的传统农业地区,X 镇预想中的

中坚农民在乡村治理中“挑大梁冶的场景并未

出现。 按照之前关于中坚农民的界定,除了美

泉社区王某林和新建村庄某明勉强算得上是中

坚农民,其他当选的村支书、主任并不符合中坚

农民特征淤。 事实上,不仅是村支书、主任,根
据实地调研,进入村两委班子的中坚农民都屈

指可数。 选举结果为何呈现这样一种预期背

离? 这一现象又是否仅仅是个例? 通过对 X
镇村两委选举过程的梳理,借助场域分析理论,
本研究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貌似在预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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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是当前农村经济利益

分化与社会结构蝶变相互交织、传统礼序文化

与现代人际准则相互融合、国家基础性权力与

村民自治性权力相互作用等乡村治理诸多面向

在基层政治空间的自然反馈和真实映照。
2. 对 X 镇村两委选举结果的场域分析

诚如上文所言,X 镇村两委选举结果出现

的预期背离是乡村治理特定场域运行的必然结

果,深刻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仍然要

回归场域分析的动态视角,从惯习、资本、位置

的耦合互动中寻找答案。
(1)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

“惯习冶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基本概

念,意指在场域内“贯穿行动者内外,既指导行

动过程,又彰显行为风格,既表达行动者个体特

质,又渗透着所在阶层属性冶 [18]“是持久地配备

了有规划即兴之作的生成动力,作为实践感

(sens pratique),它使制度中的客观化意义

(sens objective)恢复活力。 ……它形成于一种

特殊的历史,将它的特殊逻辑施加于身体化

(incorporation),行为人则通过这种身体化使自

己从属于制度中客观化了的历史冶 [19]。 此处的

“惯习冶特指中坚农民、普通村民、基层政权围

绕村两委选举长期形成的稳定心理基础、意识

形态、思维方式及行为逻辑,由此得以窥见中坚

农民为何无法在选举中胜出的真实动因。
X 镇虽深受周边都市圈辐射影响,现代性

的增生同步带动了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
然而基于乡土生活历史性积淀所蕴育出的村庄

政治规则和意识却很难在短期内消散。 据调

查,在当地要想竞选村干部,在官方的资格条件

规定之下仍然潜藏着约定俗成的隐性文本,即
参选村民必须同时满足以下 3 点:一是本人及

其父辈在村中要有一定威望,口碑较好。 例如,
新建村书记庄某明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

父曾任该村小学校长多年,许多村民是庄父的

学生,而星火村书记张某和孙堡村书记王某芹

则是因为二人父亲都曾担任过村干部,在村中

素有威望。 二是文化程度较高。 当地经济虽不

发达,但尊师重教氛围浓厚,村民对文化程度低

的村干部存在本能的心理排斥,正如村民杨某

标对中坚农民张某治的评价:“我是不会投票

给他的,他文化程度都没我高,不过是在外打工

混不下去,回来多种了几亩田而已,我看他就是

个没 文 化、 没 技 术、 没 头 脑 的 三 无 产 品。冶
(20211023YFB)。 三是来自村中大姓。 当地宗

族意识遗存明显,各村大多修有宗祠和宗谱,定
期开展“当宗冶活动,村中小姓、独姓在公共事

务中先天缺少话语权。 透过上述隐性文本可

知,X 镇的中坚农民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并不

多见,因而其参与村委会选举并无特殊优势,更
加不是顺理成章。

那么,中坚农民是否又愿意竞选村干部呢?
答案同样是未必。 X 镇为做好村两委选举,前
后开展三轮实地考察,试图推出有原则、有党

性、有威望、有想法、有文化、有群众拥护的“六
有冶候选人,镇党委更是明确提出要拓宽选人

用人渠道,鼓励返乡民营企业家、种养殖大户、
农资经销商等中坚农民群体进入村两委班子。
然而,利益和社会关系在村与参选村干部之间

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对中坚农民群体而言,最
直观的成本收益考量才是左右其竞选的行动逻

辑。 X 镇自 2015 年以来逐步推广村干部职业

化,在完善村干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保障机制,统筹解决“老有所养冶“病有所医冶的
同时,村务工作的科层化、坐班制、文牍化趋势

日益明显,受乡村振兴迎检、基层党建、文明创

建等各类软指标约束,当地村干部不仅工作日

需要准点上下班,周六也常常加班,这就基本堵

塞了中坚农民担任村干部的可能。 与此同时,
按照 X 镇的经济水平和财政供养能力,能够为

村干部提供的工资收入一般在 3 ~ 5 万元 /年,
主职村干部不超过7 万元 /年,这样的收入显然

对中坚农民缺乏吸引力。 对此,X 镇书记秦某

也颇无奈:“我们当然希望中坚农民能担任村

干部,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但让他们放弃每年十

几、二十万的收入做专职村干部,工资只有六七

万,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肯定划不来,这笔账

谁都会算,我们也能理解。冶 (20211026QY)显

然,以稳定基层治理队伍、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维持村庄运行秩序为初衷的村干部职业化,在
客观上却对中坚农民参选产生了排斥效应。

(2)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

如果将村两委选举视为村庄权力格局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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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布和调整,那么选举过程和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由参选者,即行动者所占有的有形与无形

资本(经济、社会、文化)来呈现,这种资本间的

比较和竞争一直以来都是支配村两委选举的现

实逻辑,也是建构并推动乡村治理场域运行的

重要规则。 问题是相较于普通村民,中坚农民

占有的各类资本是否具有明显优势,且这种优

势能否通过转化从而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

砝码。
中坚农民的资本占有相较普通村民是否有

优势?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种优势在各方面

都表现得极为有限。 就经济资本而言,中坚农

民本就分化自普通村民,其占有的物质财富与

生产资料略多于普通村民,却远逊于下乡工商

资本和企业主。 据调查,X 镇的中坚农民家庭

平均年收入大约 15 ~ 20 万元,这个收入与当地

大部分半工半耕家庭基本持平,并没有显著优

势,仅仅因为中坚农民相对于留守村民的比较

优势而高估其经济资本显然是不合理的。 至于

社会资本,意指行动者基于关联性社会网络而

掌握的资源容量及动员能力,中坚农民的社会

资本具有典型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政策扶持

对象,他们与乡镇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农村信

用社、七站八所等机构关系密切,在聚合利益表

达、影响政策制定、对接项目落地等事项上的确

比普通村民更有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坚农民并

不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村民的能力,在通过求

学或经商定居城市才意味着成功的语境下,中
坚农民被贴上进城失败的标签,是其他村民让

渡获利机会的“捡漏者冶,往往威望不足、评价

不高,“我们村组的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地没人

种,才连片打包给何某龙耕种,价格只有两百多

元一亩,要是外村来包地的怎么也得四五百元

一亩,他能靠种地挣点钱真的要感谢我们。冶
(20211015HFJ)此外,文化资本涵盖个体的受

教育水平、文化修养及建立在农技与管理基础

上的知识权威,X 镇中坚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

遍高于普通村民,但受制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

构,当地并不具备吸引知识精英回乡创业的土

壤,种养殖规模偏小以及针对性农技培训的相

对匮乏都使得这一群体的文化资本优势同样并

不彰显。

那么,中坚农民有限的资本优势又能否成

为影响选举的重要砝码? 答案不容乐观。 这是

因为上述资本优势只有在政治系统内完成象征

性资本(一种权力话语符号)的转化,才能对村

两委选举产生实质性影响,且这一转化不可能

圆满,按照布迪厄的说法,二者之间存在一个

“汇率冶,实际过程中更面临双重屏障的阻滞:
一是总量约束屏障,即中坚农民占有的各类资

本总量并不足以激活乡村治理场域并获得正向

反馈,致富效应平平使其“自给有余,引领不

足冶,经营规模有限无法为村民提供足够多的

雇佣机会,规模化种养殖技术对精耕细作的老

人农业的示范、帮扶作用也不明显,这就难以在

村民中通过利益联结和情感融通来积累利于参

选的政治声望。 二是系统吸纳屏障。 政治系统

主动或被动吸纳是中坚农民各类资本转化的关

键。 近年来,随着行政权力触角由乡村社会公

域向共域和私域不断延伸,村级治理行政化作

为一种社会事实,“正以‘现在进行时爷的时态

‘实践爷着广大乡村社会的‘构成爷冶 [20],这种以

理性主义科层制和照章办事行为逻辑为特征的

治理模式更倾向于从机关事业单位党员、退伍

军人、大学生村官中选拔村干部,而非专业行政

能力和素养较弱的中坚农民。 此外,X 镇大部

分行政村都是集体经济空壳村,并不存在集体

经济收益分配相关冲突与纠纷,城镇化水平不

高,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类事项较少,生产生活

秩序稳定,基层治理内在张力可控,也就不必依

赖中坚农民群体进行矛盾钝化与调和。 综上,
中坚农民有限的资本优势在转化过程中因为双

重屏障不断衰减,最终对选举的影响微乎其微,
甚至可能难以打通参与选举的政治通道。

(3)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

作为一般社会空间的乡村治理场域,既是

力量的场域,又是斗争的场域,烈度不一的村两

委选举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选举过程与

结果通常与参选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密切相关,
其既是惯习的积淀和外化,也是不同群体资本

占有的直接呈现,是参选者对自身及竞争对手

实力的综合判断,更是策略制定的基点。 调研

发现,不同初始位置的中坚农民在参选动机、难
度、策略与工具选择上迥然不同,在深刻影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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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结果的同时引致位置的适应性转换,继而达

成场域内力量的再平衡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对于美泉社区书记王某林和新建村书记庄

某明这样的中坚农民而言,以“在任者冶的身份

参加村两委选举并成功当选颇有些水到渠成的

意味。 这是因为 X 镇的村干部选举历来具有

极强的惯性,这一点在村主职干部的选举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本次当选的村书记、主任中,有
3 人连任,1 人为其他村书记调任,其余 6 人也

均是上届村两委班子成员。 据了解,除因年龄

等原因自愿卸任或基层政府授意更换,X 镇的

村主职干部多年来保持相当高的稳定性,主要

原因前文已提及,即选举条件暗含隐性文本及

村干部职位本身吸引力不足。 如此一来,在任

者的行为逻辑和思维服膺于长期浸润的基层政

治运行规则,参选热情与难度同步降低,一些中

坚农民村干部继续参选的原因仅仅是担心突然

卸任会被村民说闲话。 与此同时,熟谙利害关

系使其将获得上级支持作为优先选择,“两委

选举都是按部就班,对我们来说,需要考虑的一

个是不会有村民去上访,再一个就是要和上级

组织搞好关系,尤其是上级党组织,毕竟先选村

书记嘛,现在都是书记主任一肩挑了,书记定

了,村 主 任 说 的 不 好 听 的, 就 是 走 过 场。冶
(20211021ZFM)显然,在当地这样一种具有超

稳定性的选举架构中,中坚农民村干部连选连

任不过是一种常见场景,其所代表的群体特征

湮没于选举机制的惯性,在治理层面并无特殊

意义。
对作为新进者初次参加竞选的中坚农民而

言,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有限的资本占有优势

与转化屏障本就使竞选过程殊为不易,相较在

任村干部,信息不对称与社会成本相对弱势进

一步加剧了其胜选难度。 调研发现,初次参加

竞选的中坚农民多数并不了解选举相关的条

件、规则、程序,这就极大限制了事前谋划和有

效动员的可能。 此外,半熟人社会下的当代乡

村,生活方式与家计模式的区隔使得中坚农民

与其他村民之间的人际交流并不频繁,远不如

常态化开展村务活动的在任村干部来的熟稔,
甚至可能因为规模化种养殖与村民发生矛盾。
如,龙山村中坚农民周某军便因开办的养鸡场

异味较大,在选举期间被附近村民集体举报而

不得不退选。 有鉴于此,初次参选的中坚农民

多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是“借势冶,即刻意向村

民宣传政府鼓励中坚农民担任村干部的政策,
意在塑造参与竞选的正当性,更在言语间明示

或暗示参选是受县乡某位领导力邀的结果,从
而以基层政府的权威为其竞选背书;一种是卸

力,即通过登门拜访、熟人圆场等方式主动缓和

村庄负面人际关系,消弭影响竞选的潜在阻力,
毕竟选举活动所共生的基层治理场域充斥着各

类规则与关系,而“场域概念的最基本的因素,
是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冶 [21]。

四、“搭把手冶:中坚农民深度嵌入

支农项目建设的强驱动模式

摇 摇 诚如上文所述,X 镇的中坚农民在村两委

选举中的表现并不亮眼,更遑论成为乡村治理

的担纲者。 X 镇的情况固然属于个例,有挂一

漏万之嫌,但在异质性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类
似场景想来并不鲜见,这至少表明在资源禀赋

一般、利益流量低的经济薄弱村,中坚农民担任

村干部并非一种普遍的制度安排。 那么,中坚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是否就成为一个伪命题? 事

实并非如此,2022 年 5 月对 X 镇孙堡村、新建

村的驻点调研,中坚农民深度嵌入各类支农项

目的强驱动模式让人印象深刻,也为准确理解

这一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新的

注脚。
1. 项目落地前的公意维护者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国家通过

各类支农项目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 为防范项

目落地过程中出现村干部非法截留、违规承揽

等情况,项目主管部门往往“一竿子插到底冶,
拒绝村委会介入,这在压缩村级小微权力腐败

空间的同时,也将村组织和普通村民排斥在外,
结果“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效能,提
高农村内生秩序生产能力,而且可能破坏了农

村内生秩序的能力冶 [22],导致项目落地成本和

难度大大增加。 课题组的历次调研发现类似个

案发生过多起,然而,2022 年 5 月孙堡村的乡

村振兴建设项目却因中坚农民的参与呈现出不

一样的图景,引起了课题组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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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堡村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是 H 县 2022
年人居环境示范片区工程的一部分,工程总投

资概算 3 894. 19 万元,资金来源为该县乡村振

兴专项债券资金及镇级政府配套资金,项目包

括农村雨污水治理工程、农村水系整治工程、道
路工程、村庄照明工程、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工

程、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等。 其中,规划新增活动

场地 4 276. 8 ㎡、停车场 464. 6 ㎡、新建群众活

动中心 432 ㎡、田园集市 200 ㎡,涉及 7 户农户

的果园、鱼塘征收及宅基地置换。 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发布之后,其他 6 户农户相约去中坚农

民王某志家共同商议补偿方案,这倒并非因为

他相对年轻、文化程度也较高,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此次征收涉及王某志投资约 15 万元的鱼鸭

联养鱼塘和王家宅基地,是一众征收对象中的

“大户冶,可谓牵涉最广、利益最重,理应有最强

烈的动机要求提高补偿安置标准。 然而,王某

志的反应却出乎村民的预料,他既不认同其他

村民提出的新的补偿标准,认为标准过高,政府

不可能同意,更加不愿作为牵头人在众人联名

的诉求书上签字。 事实上,在其他村民向王某

志家聚集的那一刻,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博弈场

景,6 户农户与王某志作为参与者,都面临与政

府合作接受补偿方案或结成共谋提高补偿标准

的策略选择,相应的博弈矩阵如下(表 2)。
表 2摇 孙堡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博弈矩阵

博弈矩阵
中坚农民王某志

接受补偿方案 共谋提高标准

其他 6 户
农户

接受补偿方案 (2,2) (1,2)
共谋提高标准 (1,2) (3,3)

尽管从全局来看,双方共谋提高补偿标准

是最优解,但接受补偿方案才是各自的支配性

策略,这是因为类似王某志这样个人事业发展

完全扎根当地的中坚农民,其赖以谋生的生计

方式必须以维持与基层政权的亲和关系为前

提,如此才能在土地流转、农技服务、优惠信贷

等方面争取尽可能多的政策扶持与补贴。 简言

之,与其他农户共谋提高补偿标准很可能导致

与政府部门交恶,从而影响长期利益,这是王某

志不愿作为牵头人在诉求书上签字的原因,也
是其他农户要求其作为牵头人实现利益捆绑的

原因。 王某志拒绝签字意味着双方信任的崩

塌,在对方不可控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

化的选择就一定会滑向纳什均衡,即双方都接

受补偿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孙堡村的补偿安

置标准均严格按照规范文件执行且过程公开透

明,6 户农户的诉求并非公意的体现,而是小团

体利益的聚合,以此阻挠该村乡村振兴建设项

目施工,显然违背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
是对公意的亵渎和侵蚀。 王某志基于中坚农民

群体特性做出的理性选择,虽同样处于私利的

考量,但在客观上避免了为小团体利益所裹挟,
实现了对公意的维护与救赎。

2. 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

囿于村民科学素养、公共伦理等方面的欠

缺以及项目落地前的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
在项目建设中往往会出现引发施工方与村民矛

盾的各种突发事件,处理不当则会影响村庄秩

序稳定甚至导致上访,而中坚农民恰恰能在其

中发挥重要的协调转圜作用,X 镇新建村的光

伏扶贫项目便是典型例证。
据新建村书记庄某明介绍,作为 X 镇出了

名的贫困村,新建村曾经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

90 户 199 人。 2017 年,村里引进光伏电站扶贫

项目,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拨款 46 万余元建设

60KW 村级光伏电站,该项目主要占用闲置空

地和村民屋顶,不涉及用地性质变更,且又为公

益扶贫项目,因而并未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的

程序,仅对相关村民进行了简单说明。 最初村

民并无异议,最后却在光伏面板施工安装时予

以现场阻拦,理由是光伏面板铺设过密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影响村民身体健康及农作物生长,
更有人散布道听途说的所谓光伏漏电伤人事

件,进一步加剧了村民的不安,个别村民顺势提

出施工方需额外支付一笔安全保证金才能允许

其安装,双方争执不下,项目陷于停滞。 为此,
时任村书记姜某华召集村两委班子紧急商讨,
决定一方面赴现场向村民宣传政策,安抚群众

情绪,同时请技术人员释疑解惑,阐明项目安全

性与可靠性。 另一方面重点做好中坚农民姜某

峰(姜某华族弟)的工作,说服其配合村委会参

与协调,这是因为姜某峰承包的大片农田紧邻

规划安装的光伏方阵,属于典型的利益攸关方,
其个人态度具有风向标作用,在沟通中也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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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发共情。 此外,姜某峰本身就是相关村民

所属村民小组的组长,基于长期共同生产生活

结成的互惠互助关系使其相较一般村干部更具

亲和力。 最终在姜某峰的密切配合下(协同村

干部开展说服教育并率先在自家承包地旁的空

地安装光伏方阵),矛盾得到圆满解决。 事实

上,X 镇很多项目建设的推进都离不开中坚农

民的居中转圜,之前由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项

目,同样是因为中坚农民积极参与协调,才能仅

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 900 多亩的土地征迁和

15 户的拆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中坚农民在项目建设中发

挥协调转圜作用并非单一的迎合地方政府意

志,而是同时肩负聚民意、共发声的天然使命,
因此更具建设性。 当村民的正当权益受到侵

害,无论是基于个人的私利算计还是村社共同

体的公益考量,他们往往会义无反顾地化身维

权斗士。 调研中了解到,鉴于之前光伏扶贫项

目产生的良好效益,2022 年 H 县与深圳 Z 新能

源股份公司签署《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开发协

议》,拟投资 10 亿元建设 400 MW 光伏发电项

目,新建村作为分项目之一,规划再建 2 座村级

光伏电站。 然而在建设过程中,却险些造成近

年来最严重的冲突,施工方在村民不知情的情

况下突破规划红线,侵占多户农民的耕地并损

毁种植的作物,村民得知后群情激奋,强行阻拦

施工并欲破坏已铺设的光伏设备。 村书记庄某

明及时报警并与其他村干部先行赶到现场控制

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警方调解下,经征求村民

意见,搭建由 X 镇政府、Z 新能源股份公司、村
委会、村民代表组成的四方会谈机制,通过多轮

协商达成处理意见:淤追究施工方违规操作责

任,赔偿村民由此造成的损失;于重新审核并规

范项目规划与施工图,确保合法合规并与相关

村民沟通到位;盂后续施工需提前通知村委会

与相关村民,由后者在现场予以监督。 在庄某

明看来,事情最终得以圆满解决,中坚农民的参

与功不可没。 冲突发生后,村民第一时间通知

了村干部与姜某峰,尽管此次光伏项目涉及的

地块与其并不相关,但基于之前事件积累的声

望和客观公正的标签,其还是被村民自觉纳入

利益相关方并给予了充分信任。 这种被信任包

裹的利益代言具有强大内驱力,姜某峰作为村

民代表以极高的热情全程参与了纠纷处理,不
仅详细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更是多

次召集相关村民集体商议并将结果经由村委会

向上沟通,待意见反馈后再行召集村民讨论调

整,这种先期处置有效降低了正式沟通的成本,
是四方会谈最终达成一致的重要原因。

五、结摇 语

尽管当前的乡村已脱离传统以礼俗维系为

支撑的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治理格局也不再

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之上,但小农经济的韧

性使得农耕文化绵延赓续,一定程度上对冲了

以工业文明和市场伦理为核心的现代性对乡村

社会的渗透。 今天的乡村仍然是依赖于和群众

之间人格化的日常联系组织起来的“半熟人社

会冶和“具象的社会冶,基于共同的村庄记忆所

形成的区隔是考察乡村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的事实依据。 由本研究的

分析可知,特定乡村治理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

(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

化屏障)、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

略)有可能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

“挑大梁冶的预期出现背离,虽然单一的个案并

不足以证明某种普适性模式,但也充分说明在

广袤的中国乡村,中坚农民以参选村干部的方

式主导乡村治理的理论预设有待商榷。 相较而

言,中坚农民以“搭把手冶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

项目建设则令人印象深刻,正因为利益和社会

关系在场,使其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项目落地

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
由此溢出的治理效应更值得期待。

以此度之,中坚农民在异质性明显的中国

乡村治理中究竟应该“挑大梁冶还是“搭把手冶,
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 依本研究之孔见,不妨

在“搭把手冶的基础上持续锻造其公共精神,厚
积其社会资本,磨砺其治理经验,适时根据中坚

农民的功能发育程度不断检校其在乡村治理中

的角色定位,如此方能以一种积极而稳妥的方

式彰显这一群体的治理价值。 具体而言,需在

政策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获利空

间,需时刻谨记引导各类工商资本下乡并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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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和取代农民的主体地位,而是把工商和农民

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否则农

村的获利空间一旦被工商资本完全占据,这一

群体的生发土壤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中坚农民

或者被动向城市迁徙,或者将彻底蜕化为农村

弱势群体。 二是决策空间,中坚农民因其鲜明

的群体特征理应有更多机会全面且深度介入政

策过程,而非仅仅停留于决策制定环节。 简言

之,政策体系应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

与吸纳,除了在制定政策之初就要打开言路,为
中坚农民提供建言献策的制度化渠道,在政策

执行与实施的过程中同样需吸纳中坚农民参

与,如此既可以借力打通政策堵点、消弭各种阻

力,又能有效掌控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便于灵

活调适与中止。 三是行动空间,包罗万象的乡

村治理决定了中坚农民的行动空间不应限于一

隅,而是覆盖乡村社会全域,这就需要引导其行

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

领,更多拓展至婚丧嫁娶、排难解纷、扶助老弱

等村庄公共秩序领域,这是中坚农民积聚社会

资本进而转化为政治与经济资本的关键路径,
也是这一群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应

然图景。
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

内,作为崛起于乡村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之上

的本土精英,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不

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 地方政府大可不必将

这一群体强行推向幕前,如何根据基层治理场

域和具体场景来精准设计其嵌入治理的方式并

同时打破或明或暗的制度性桎梏才更值得期

待,毕竟,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就

必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而中坚农民正是其中

最为厚重且不可或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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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冶 or “Helping冶: Identifying the Role of Core Farmers in Rural Governance / YUN
Feifei1,2 ( 1. Party School of the Nan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 P. C ( Nanji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Nanjing 210046,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narrative of promoting the resonanc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re farmer group is highly expected, but their role in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still needs to be verified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Town X, County H, southeast Anhui
Province, it is shown that the habits ( implicit text and action logic), capital ( limited advantage and
conversion barriers), and position ( inertia of incumbents and strategy of newcomers) in specific rural
governance fields lead to a deviation between the election results of two village committee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core farmers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However, the deep embedding of core farm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鄄supporting projects in the way of “ helping hand 冶 has released a good
governance effect, making them become the maintainer of the public will before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oordinator during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untryside with obvious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it seem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core farmers in
rural governance should not be solely determined by whether they play the role of “ leading 冶 or
“helping冶. Instead, the core farmer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ree spaces at the policy level. First,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farmers should be combined to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ensure profit space. The second is to optimize the policy system to realize the opening and
absorption of the whole chain to the core farmer and give them decision鄄making space. The third is to
guide the behavior of the core farmer to go beyond the single village cadre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monstration, and expand to the field of village public order, so as to expand its action space in rural
governance. In short,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core farmer in governance should not and cannot be
uniform,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not force them to the front, but should accurately design their
embedment mode according to the governance field and scene and break the institutional shackle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core farmer; role to identify; governance field; community of interests;
strong driv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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